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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如何回報世界？
程介明
今年暑假很特别，参加了几个研讨会、学习班、培训班，也访问了一些大学。有趣的是，几乎没有一个地方，人们不提到中国的。
世界银行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的“创造就业议会”研讨会。来的都是东欧和中亚的劳工部代表。爱尔兰的教授，介绍“凯尔提小虎”（Celtic Tiger，在九十年代仿效“亚洲四小虎”而自称）的成功经验。他认为“知识社会”，不外是科学技术，因此要多发展高科技工业，而教育也是应该是着重发展科学技术。这是否真正是爱尔兰的成功经验，不得而知；但是起码引不起在座代表的共鸣，也觉得不能呼应他们迫切的发展需要。他们很直率地向世银的组织者提出：“为什么不找人来讲讲中国的成功经验？”他们对我说，“我们的国家，还有许多社会主义的架构痕迹，中国的经验应该对于我们更加贴切。”
六个南撒哈拉非洲国家的教育部代表团，包括埃塞俄比亚、利苏图、喀麦隆、莫三鼻给、加纳和马达加斯加，参加世界银行的研习团，在访问越南以前，在新加坡班访问。这是与我以往见到的完全不同的新一代的年轻官员。他们对我说：“我们的希望在中国和印度。既然千里迢迢来到了亚洲，很希望听听中国和印度的经验。我们很想知道，一个贫穷的国家，怎样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占一个席位，让国民能够从贫穷里面挣扎出来。”他们还自豪地告诉我，一些原来毫无起色的国家，现在经济也有可观的增长。“我们跟中国走的是一条路。”
阿根廷，本来是一个可以与欧洲强国一较高下的拉丁美洲大国。但是六十年代以后一直经济低下；教育也每下愈况。今天弄到中学教师全部是兼职教师；大学也一样，每个教授都是兼职重重，没有校园生活，根本无法发展科研。全国首所全部全职教师、有校园生活的圣安达雷斯大学，校董会主席是做跨国贸易的大商人，他对我说：“中国给了我们希望！我们不但要与中国做生意，而且要学习中国。虽然我们也知道，在国际市场上，我们难免要与中国竞争。”“我们要从建制的改革出发。中国的建制也不是没有问题：我们有贪污，中国也有贪污；但是中国的政府不腐败。中国的教育也许是最需要我们学的。”这所新办的大学，全日制学生只有八百人，但是有40人自愿报名学习汉语。
在中美洲的波多黎各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拉丁美洲办了一个高等教育的研习班，许多话题，兜兜转转又回到中国身上。中国在近年的变化的过程和原因，是他们渴切希望了解的。但是他们对中国认识不多，特别是在这些国家，懂得英文的人不多，而有关中国的西班牙语材料却很少。
在河内，亚洲开发银行举办了泛湄公河流域的教育学习班，包括越南、泰国、柬埔寨、老挝、缅甸，加上中国的广西和云南的代表。不用说，中国和印度的发展也成了大家经常引用的话题。就在河内，大学和政府里面都有不少年轻人能够说汉语。事实上，街上的导游、商店的店员，都在努力讲一点汉语。年长一点的教授对我说：“我们的上一代教我们讲法语，认为是最高尚的语言；后来我被派到苏联学习，会了俄语；奉行“市场化的社会主义”以来，大家都得学英语，英语代表经济发展；现在看来又难免要学一点汉语了！大家都希望能够走中国的路。” 
世界银行在曼谷开了一个 “教育的批判性讨论”研讨会。会议要是不算世银的官员，大概只有四十余人，都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教育改革者。开幕式上，泰国的基础教育委员会秘书长说，现在的社会要求与以前很不一样。他们要求毕业生要懂得科技、有自学能力、还有就是能懂英文和中文。她说，在泰国，中文已经成为与英文同样重要的外语。
接着讲话的世银教育总监，原来是讲当前世界教育面临的挑战。后半部讲的却是中国。她说中国的发展，有点“不由分说”，套不进任何一个发展模式，反正头也不回地急速发展，让别的人看都没有看清楚就远远地被超越了。她说中国就像一只大象一样，走进了发达国家的圈子里，弄得发达国家不知所措。她认为亚洲国家近水楼台，应该首先得利，起码可以近距离观察和学习中国的发展。出身非洲的这位总监，也许受了西方的熏陶，语气里面，似乎担忧多於高興。
作主题报告的史丹福教授Martin Carnoy接过话题，说：“中国的发展影响着全世界，所有国家的发展計劃都不得不把中国因素放在显著的地位。谁会想到连秘鲁、阿根廷这些南美的国家，都会因为中国市场而经济得到发展。大豆的出口，就是一个例子。”
看来，中国既然要为自己的成功而自豪，也要因此而负上解释这些发展的全球性责任。但是目前在国际舞台上，能够全面地阐释中国的发展的稳定理论好像还没有出现，或者说还没有引起世界的普遍注意。即使是教育，在努力解决许多国内的问题的同时，看来也应该有系统地把中国的经验慷概地与其它国家的人民分享。
中国商品占了世界上这么大的市场，是时候要问：中国能为世界贡献什么？把中国的经验总结起来，传播出去，也许是中国对世界最好的回报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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